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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税改革的市场约束、 

时机抉择与策略设计 

郭宏宝
1
 

【摘 要】：本文的目的是探索中国推行房地产税的市场约束和策略选择，在归纳出房地产税改革四个已有约束

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市场约束观点，并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方面进行分析。理论分析表明：(1)当住房需求的

价格弹性小于 1时，房地产税收入与土地出让收入之间存在“租税替代”关系，推行房地产税不会导致地方政府财

政减收；(2)住房评估制度效率越高、税率裁量权越合理，地方政府推行房地产税的积极性就会越高；(3)房地产市

场的投机（或投资）性行为会降低地方政府推行房地产税的积极性。基于 2006～2019年中国 35个重点城市房地产

市场的数据对模型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1)中国住房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显著为负且绝对值小于 1，说明中国

总体上具备推行房地产税的市场环境。(2)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推行房地产税的条件成熟度存在差异，经济发达

的一、二线城市依靠土地出让制度获取财政收入更具激励效应，经济欠发达的三、四线城市，推行房地产税更具激

励效应，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两者在人口流入，投机（或投资）性需求的强度，以及经济增长的潜力方面存在差

异。研究结论对策略设计的启示是中国推行房地产税应遵循递进原则，在国家设定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由城市政府

决定执行时机与征管模式。 

【关键词】：房地产税 改革迟滞 收入激励 改革策略 

一、引言 

中国提出房地产税改革（从 2003年提出开征物业税算起）已经历 17年之久，试点时间也长达 9年。虽然李克强总理在 2018

年与 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提出要“推进房地产税立法”的工作任务，但在财政部公布的年度立法工作安排中始终

没有关于房地产税立法的身影。房地产税改革这种“只闻楼梯响”的局面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注入了不确定性，不仅引发

人们对房地产税改革推行的广泛疑虑，也与 2019年 10月 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特别是要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

的改革思路不相适应。因此，有必要对制约房地产税改革的主要原因进行探讨，这不仅有利于形成房地产税改革的推行逻辑，

也可以为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稳定预期。 

二、文献梳理与主因辨析 

虽然评价中国房地产税改革存在迟滞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如果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项改革措施雷厉风行的推进来看，

认为房地产税改革存在迟滞应该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判断。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房地产税改革的步履维艰呢？没有直接的文献和

官方定论回应这一问题，但可以从现有文献中梳理出一些有关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的制约因素，并借此理解中国房地产税改革何

以如此牵丝攀藤的根由。 

通过整理现有文献，本文发现有关房地产税改革的制约因素大体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制度衔接约束。房地产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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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现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2003年），当时的具体提法是“研究开征物业税”。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实际执行的是土

地出让制度，因此，开征物业税的提法立即触动了学界的敏感神经，并展开了一场关于租税并举是否合理的讨论，即土地出让

金制度与物业税制度同时并存是否合适。这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观点主张用物业税取代土地让出制度，将当前一次性实现的

土地出让金分摊到逐年支付的物业税中；另一类观点主张在保留土地出让制度的前提下，同时开征物业税（胡怡建，2004；钟

晓敏，2005；白彦锋，2007；胡洪曙与杨君茹，2008；郭云钊等，2012）。二是目标争议约束。关于推行房地产税的改革目标也

是始终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郭宏宝（2011）归纳了相关的研究文献，认为学界对房地产税改革目标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三个“主

流”观点，也有学者分别从其他角度阐述各自对房地产税改革目标的看法（冯海波和刘勇政，2011；杨志勇，2012；田芳，2015）。

三是征管技术约束。推行房地产税是否存在征管方面的技术困难也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重要课题，这既包括与房地产税相关的税

制要素的合理确定问题（李永刚，2015），也包括房地产税征管立法的法律制约与协调问题等（杨小强，2015）。四是收入激励

约束。在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收入存在依赖性的现实环境中，推行房地产税改革是否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即

房地产税收入与土地出让收入之间是否存在“租税替代”关系？显然，如果两者存在“租税替代”关系并最终导致地方财政增

收，则地方政府在收入激励的意义上就有推行房地产税的动机，反之则会对推行房地产税改革采取消极态度。刘会洪和范定祥

（2016）注意到两者的替代关系，但没有考察这种替代关系需要的条件，陈平等（2018）虽然论证了房地产税收入的稳定性特

征，但却没有回答两者的相互替代问题。 

如果把有关房地产税改革的制约因素看作是导致房地产税改革迟滞的原因，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文认为其中三个原因

已经不再是重要影响因素：首先，关于租税并举的可行性问题，始于 2011年的沪渝房产税试点已经用事实给出了答案，因为两

地的试点实际上都是在原有制度基础上的一个增量改革。其次，关于房地产税改革的目标问题，我们不难发现世界各国房地产

税的征收目标都不是单一的和静态的，而是多样的和动态的（Carlson,2005），因此，尽管有关房地产税改革目标的争议对房地

产税的改革推行具有一定的抑制性影响，但这种影响一定不是决定性的。再次，在征管技术问题上，所谓的难点大体集中在住

房产权多样性的处理、个人住房数量的可识别度等方面，然而随着 2007 年 10 月《物权法》的生效与逐步实施到位，以及国际

上现存的先进成熟的征管方法可供借鉴，从征管技术的角度认为中国不具备推广房地产税的条件已然经不起推敲；最后，考虑

推行房地产税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作为地方税的房地产税改革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收入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如果这

种改革导致了地方政府的减收，就会产生地方公共品供给资金不足、或者中央转移支付压力增加的困境，这又会涉及到财政体

制的调整问题，而如果这一改革为地方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则有可能产生居民负担加重的难题，这不仅是地方政府难以面对

的事实，也与中国当前减税降费的大环境不协调，因此，基于地方政府收入激励视角去考察房地产税改革必然要面对选择悖论

的权衡问题。幸运的是，国内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田发和周琛影（2007）与刘亮亮等（2018）考察了推行房地

产税减收效应对地方福利与中国财政体制的影响，而刘甲炎和范子英（2011）与黄少安等（2012）则并不认同推行房地产税存

在减收效应，但刘甲炎和范子英（2011）的研究只是基于中国房产税试点城市的估算，而黄少安等（2012）提出的“租税替代”

关系的实质是指来源于房地产行业的税费与来源于其他行业的税收收入间的替代关系，考虑到中国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的二元

状态，本文并不认为这种“租税替代”关系能够从政府收入激励的角度为房地产税改革提供必要的启发。因此，本文的“租税

替代”关系将严格限缩在房地产领域，并在进一步引入居民税负诉求的基础上，考察房地产税收入与土地出让收入之间的“租

税替代”关系及其成立条件。 

文献梳理与原因辨析帮助我们确立了研究方向并提供了研究启发，但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一是需要明确对政府的认知

以确定研究基准。如果按照地方政府只是地方公共产品提供者的传统财政理念（Samuelson,1954,1955;Musgrave,1959），房地

产税改革的影响就可能弱化为只是地方政府筹资方式的改变，地方政府也就不存在基于收入激励与居民约束视角的改革动机。

因此，本文选择将政府定义为“利维坦”式机构（Brennan and Buchanan1980）。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研究定位不会扭曲地方政

府为辖区提供公共产品的基本职能，这在 qian(1997）、Joren(2010）和 Sas(2017）的研究文献中都有系统性论述。二是需要发

现新的观点以实现研究价值。本文已对前三类影响房地产税推进的原因给出了明确判断，而在拓展分析收入激励原因时，本文

将在“租税替代”研究基础上，重点转向探讨其背后的现实经济约束，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是否存在制约统一开征房地产

税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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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了研究目标和研究起点的基础上，本文的研究框架设定如下：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房地产税收入与土地出让收入之间

的替代关系与成立条件，借以判断地方政府对推行房地产税的态度；然后考察税率调整、税基评估及投机（或投资）性因素对

地方政府推行房地产税态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全国 35个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数据来验证上述理论模型的结论，并就

不同类型城市的具体情况进行分类检验；在通过理论与经验分析佐证房地产税改革存在市场约束的基础上，文章最后总结出相

应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启发。 

三、基本模型 

基本模型包括居民与政府两个行为主体。在一定的收入约束下，居民根据特定位置住房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和需要支付的

居住成本来选择住房，其行为目标是最大化个体效用水平；地方政府是追求自身预算最大化的利维坦式机构，它虽拥有开征房

地产税的权利，但又必须遵守居民纳税人经由立法机构制定的税收法规。这样，当他们按照既定目标调整各自的行为时，税制

的均衡就体现为政府在规则约束下最大化收入行为、与居民运用规则优化其成本/收益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模型化这一思想，本文首先将居民的住房选择行为刻画如下。 

 

其中 i表示某辖区居民个体的数量，j表示居民 i可选的位置（或住房）的个数。Uij表示居民 i选择 j位置时能够实现的效

用， 为居民 i选择 j位置必需的保留效用。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由于当ΔUij>0时意味着地方政府为该居民免费提

供了额外的公共服务，如果政府是一个追求预算最大化的机构，出现这种情况有悖逻辑，因此在均衡状态时居民个体的效用水

平必然等于其保留效用，同时政府也实现了最大化收入目标；其次，由于居民个体是用脚投票的，因此在 Tiebout(1956）模型

条件下的均衡状态必然具有对称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任何居民个体与其所选住房都是一个代表性组合，因此也就没必要设置模

型变量的限定性下标。为使模型进一步简化，本文假定效用函数可分离、且私人消费满足线性约束，此时，由于私人消费等价

地增加了个体效用水平，因此不需要考察其对净效用的影响，于是，模型的均衡状态就可以描述为如下方程组。 

 

其中 軍分别表示均衡状态时的居民效用水平与政府税收收入；I和 T分别为居民收入水平和支付的土地出让金（静态模

型中类似于一次总付税）；G、P 与 t 分别代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住房价格与房地产税税率；H(P）为住房价格为 P 时居

民消费的住房面积，N(G）为政府提供数量为 G的公共服务时能够吸引到的居民数量；f（·）和 g（·）是效用函数，具备凹函

数特征。 

由于在均衡状态时每个居民消费的住房面积是确定的，不同个体之间对住房消费的差异主要就体现为相对面积的不同，因

此可以将要考察的居民的住房消费 H标准化为 1。同理，由于各个居住辖区的面积相对固定，辖区的大小也总是体现为相对值，

因此也可以把所考察辖区的面积设定为 1，然后利用住房消费的一阶条件 P(1+t)=f′（H）和反函数求导法则，求得均衡状态时

住房价格、辖区人口及住房需求弹性的决定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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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3a）反映了公共服务水平与住房价格之间的正相关特征，这与 Zodrow&Mieszkowski(1986）阐释的房地产税受益论观

点是一致的。公式（3b）反映的是公共服务水平与居民数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也符合我们的直觉。公式（3c）正确

地反映了价格与数量对弹性的影响，为后续结论的推导提供了技术支撑。 

为求得均衡状态时不同收入形式对政府支出的影响，本文先将公式（3a）和公式（3b）代入公式（2b），然后对政府公共支

出求导。为使技术上更为简洁，推导过程做如下假定：一是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函数 g(G）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二是在设定所考察

辖区面积为 1的情况下，进一步将辖区公共服务的成本及辖区总人口也常数化为 1，这样，辖区各位置公共服务的差异就可以通

过各自的成本占比来反映，辖区的人口密度也因为居民数与位置数的相同而简化为 1。最终的计算结果如公式（4）所示。 

 

将公式（4）分别对 t和 T求导，就可以得到公共服务供给对不同收入形式的响应。 

 

当要求租税之间刚好替代，或者说收入中性地在租税之间进行转换时，必有公式（7）成立。 

 

若要求推行房地产税能够给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或者说推行房地产税对地方政府存在收入激励，则必须有公式

（8）成立。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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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式（5）、（6）、（7）代入公式（8），并利用住房需求弹性公式（3c）和 dT<0 的限制，即可得到推行房地产税对地方政

府产生收入激励的条件： 

 

这说明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并不一定是地方政府推行房地产税的负向激励，而真正的约束可能来自于房地产市场本身。

当住房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小于 1 时，尽管推行房地产税会引致土地出让收入的减少，但也能带来更多的房地产税收入，因此

总的激励作用是正向的。这其中的现实逻辑是房地产税收入的增加更能促使政府提供合意的公共服务，在住房需求价格弹性小

于 1 的情况下，这会形成对居民迁入的虹吸效应，而居民的迁入又可以通过住房升值而增加房地产税收入，从而形成地方收入

增长的良性循环。 

四、扩展模型 

（一）地方政府的税率调整权问题 

基本模型中的税率是外生给定的，这与实践中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可以调整税率的客观情况存在偏差。如果允许地方政府

调整税率，就需要考虑地方政府借助提高税率来增加税收收入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未必会转化为现实，因为提高税率

能够带来增收效应的同时也可能引发减收效应。提高税率一方面会导致居民流出、缩减税基，进而减少税收，另一方面也可能

出现黄少安等（2012）提出的非房地产类税收减少的情况。此外，提高税率还可能导致居民不满情绪的上升，进而带来连带成

本，所以提高税率产生的负面成本 C（·）并不是政府所能够控制的。因此，政府是否提高税率通常会在增收效应与减收效应之

间进行权衡，或者在增收效应与居民满意度之间进行权衡。为规范化地考察政府的这种权衡行为，我们把增收效应与减收效应

分别看作政府提高税率的收益与成本，于是，政府提高税率的决定方程就可以表示为： 

 

利用公式（10）的临界值分别对 T和 t求一阶导数有 

 

上述一阶条件并没有给出成本函数不确定情况下政府收入最大化的确定税率，但可以确定的是房地产税税率越高，土地出

让的边际回报就越低，房地产税的成本优势就越明显。在极端的情况下，政府从房地产税中获得所有收入，而土地出让金收入

会缩减到零。然而，这种纯粹的经济分析，忽略了提高税率对居民承受力或满意度的影响，如果考虑到这种连带成本，就必须

对政府提高税率的决定施加约束。为此，假设政府优先考虑收入方式的选择，而居民更着眼于综合税负的变化，于是在居民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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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约束下，政府调税行为还须满足： 

 

或 

 

当成本中性地调整时（即 ），上述施政约束条件可以简化为： 

 

如果住房市场需求的价格弹性更小，赋予地方税率调整权就更容易实现房地产税的正向激励效应，推行房地产税不仅有利

于增加政府收入，而且也不会降低居民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这意味着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率调整权有利于房地产税的改革

推行。 

（二）地方政府的税基确定权问题 

基本模型使用住房的市场价值作为房地产税的计税依据，但住房交易的低频性无法保证税务机关每年准确获得住房的市场

价值，这就与房地产税逐年征收的实践产生了矛盾，世界各国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是使用住房的评估价值作为计税依据。从中

国沪渝房产税试点的实践看，采用评估税基的做法大概率是中国未来房地产税实施的选择。然而，使用评估价值也会产生新的

问题：一是评估的不连续性会导致实际价值与评估价值不同步，二是评估的准确性也会导致评估价值与实际价值之间的差异。

考虑到这两个普遍性问题的存在及其影响，本文引入法定税率 ts与有效税率 t来进行分析。现假定二者的关系为： 

 

其中 P0代表上期估值，σ代表评估率。将其代入公式（2b）并对公共服务水平求导后有： 

 

很明显，评估价税基会对房地产税的收入激励效应产生影响。当评估间隔过长且不规范时，房地产税的收入激励效应就会

减弱。这就要求在依据评估价征税的制度设计中，必须重视评估频率与评估效率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因为评估工作直接影响着

政府两种收入方式的相对优势。 

（三）住房市场的投机性需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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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本身兼具消费品与投资品特征，因此，住房市场存在投机性（或投资性）需求并不意外，只不过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

这种出于投机性的住房需求尤为明显而已（王艺明，2008；吕炜等，2014；高波等，2014）。对于投机性需求而言，住房购买者

不仅会考虑资本化到住房价格里的公共服务，更多的是看重住房的升值潜力，这会弱化基本模型中房地产税与公共服务间的宏

观对称性假设。为此，本文将住房的投机性购买看作是对房地产税与公共服务宏观对称性的一种冲击，我们用β来表示这种冲

击，用 α 来表示这种冲击的强度，如果把住房价格对这种冲击的响应函数表示为 P（αG+(1-α）β），政府收入最大化的一阶

条件就转化为 

 

不难发现，投机性冲击的强度越大，公共服务对房价的影响就越弱，房地产税的收入激励效应也就越小。因此，如果住房

价格更多地反映了当地公共服务之外的因素，地方政府就会缺乏推行房地产税的收入激励。 

五、基于中国重点城市数据的经验分析 

理论分析的两个基本结论是：⑴从住房的消费需求特征来看，如果住房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小于 1，一个设计良好的房地产

税制度就有可能实现地方政府收入激励和居民福利诉求的均衡。⑵如果投机性住房需求广泛存在，就可能导致住房需求的市场

价格弹性大于 1，此时，房地产税对地方政府的正向收入激励效应就会减弱，或者说开征房地产税存在市场约束。验证这两个结

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解释能力，对于判断中国房地产税的推广具有启发意义，因此，本文选择国内房地产市场相对成熟的 35

个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一）对住房需求弹性文献的整理与比较 

从衣食住行生活必需品的角度看，一般认为住房需求是缺乏价格弹性的，然而这种朴素认知却忽略了住房兼具的资本品属

性，因此现实中的住房价格弹性未必总是现实地呈现小于 1的特征，这可以从本文表 1有关住房弹性文献的整理中看出来。 

表 1 的数据基本印证了住房需求价格弹性小于 1 的直觉，但也展示了投资性需求与结构性需求对实际价格弹性的影响，由

于两者作用方向的差异，住房需求的总体价格弹性并不确定。此外，不同文献研究结论的差异也可能来源于数据的差异。在考

察住房弹性的时候，表 1 中的文献分别使用了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调研性三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尽管各类数据的使用从各自

文献的研究目标上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推广房地产税的角度看，表 1 文献使用的数据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是因为

中国的住房市场是随着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呈现不同特征的。城市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住房发展的市场化程度就越高，

同时城市发展前景看好的预期也意味着投机性购房行为也可能越活跃。如果进一步考虑房地产税基本集中在城市、甚至发达城

市的各国房地产税实践（MarcoSalm,2017），本文认为采用全国 35个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对住房需求弹性进行估算更合适。 

（二）中国 35个重点城市数据的经验实证 

综合理论分析并参考表 1文献的估算方法，确定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 salarea 为样本城市住宅商品房成交量，为反映成交量变化并增加数据的平稳性，以对数形式的 lnsalarea 作为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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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lnsalprice 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的对数，用于反映价格变化对需求量变化的影响，此时，其系数 εp
D
就表现

为住房需求的价格弹性。 

解释变量 lnincome为样本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数，系数εI
D为住房需求的收入弹性。 

解释变量 basei 表示住房贷款基准利率，由于利率的高低对投机性需求起着关键的决定性作用，因此用它来反映市场需求

与投机活动的强弱。 

控制变量 lnpop,lngdp 分别表示城市人口增长率和城市 GDP 增长率，用于控制价格、收入与投资之外的住房需求的影响因

素。 

ui表示城市个体差异项，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表 1中国住房需求弹性相关文献整理 

作者 数据构成 数据区间 需求价格弹性 

杨东，赵树宽(2013) 全国季度数据 2004-2012 方法 状态空间模型 结果 0-1.4 

丛颖(2014) 省际面板数据 1999-2012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0.484 -0.428 -0.642 0.033 

Mengfei Huang, 

Botao Lu(2016) 
省际面板数据 1998-2012 

消费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0.594 -0.706 -0.066 -0.708 

投资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0.326 0.511 0.222 0.321 

Yong Chen,John M. 

Clapp,Dogan 

Tirtiroglu(2011) 

深圳福田、龙岗调

研数据 
2004-2006 

方法：特征模型。结果：福田/龙岗 

一居 二居 三居 四居 高档 

1/1 0.83/0.96 1.08/0.82 0.40/0.80 0.46/0.80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数据的选取范围是国家统计局确定的全国 35个重点城市。时间区间是 2006年到 2019年，选择这一时间区间的原因是中国

2004 年开始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按照两年的建筑周期算，则滞后两年的住房更能体现市场要素的作用。具体的数据来源包括

了 2007年到 2020年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和《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 

考虑到数据平稳性对回归真实性的影响，本文首先对各变量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结果验证了所选变量的水平平稳性特

征；在检验确定样本存在组内自相关与组间同期相关的基础上，本文选择面板 FGLS来克服这一影响；由于市场化的住房价格总

是表现为需求与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模型将难以避免地存在内生性问题，对此，本文参照杨继军等（2019）以价格变

量的一阶滞后作为工具变量的方法，利用面板 GMM来处理内生性等的影响，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 



 

 9 

在控制 GDP增长与人口增长率的情况下，不同回归方法的 lnsalprice系数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住房需求的价格弹性

为负且小于 1，这预示着从收入激励的角度讲，中国总体上已经具备了开征房地产税的现实条件；此外，收入弹性为正且小于 1

的结果也与住房消费的直觉相符。住房贷款基准利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购房成本的高低，因此其系数显著为负的结果也符合经

济逻辑。 

考虑到中国疆域辽阔且城市间房地产市场发展差距相对较大的实际，本文进一步验证不同类型城市是否全部具备开征房地

产税的条件。为此，根据《2017 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的研究结论，将所有样本城市分为经济发达城市与经济欠发达城市

两大类，其中经济发达城市大体上包括一线城市与新一线城市，具体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重庆、武汉、

西安、天津、南京、郑州、长沙、沈阳、青岛、宁波等 16 个城市，其余的 19 个城市则归入经济欠发达类，同样利用上述方法

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2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nsa1area 490 15.827 0.752 13.800 17.748 

1nsa1price 490 8.710 0.548 7.570 10.725 

1nincome 490 10.065 0.406 9.142 10.963 

basei 490 6.371 0.664 4.900 7.485 

1npop 490 5.829 0.676 4.455 7.803 

1ngdp 490 17.144 0.976 14.449 19.457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3全样本回归结果 

 混合 OLS模型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FGLS模型 GMM模型 

1nsa1price -0.796***(-3.985) -0.271*(-1.755) -0.343***(-3.574) -0.917***(-3.957) 

1nincome 0.520**(2.644) 0.228(0.687) 0.277**(2.147) 0.509**(2.096) 

basei -0.064*(-1.966) -0.176***(-2.912) -0.059**(-2.484) -0.083**(-2.100) 

1npop 0.455***(2.762) -0.268(-1.361) 0.535***(5.885) 0.426**(2.536) 

1ngdp 0.472***(2.868) 0.763***(3.033) 0.325***(3.573) 0.514***(3.033) 

_cons 7.198***(5.222) 5.205(0.821) 7.697***(10.843) 7.936***(4.504)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No Yes   

固定效应模型 No Yes   

AR   AR(1)  

N 490 490 490 445 

Adjusted R2 0.695 0.711 0.534 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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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中为 t值，*p<0.1,**p<0.05,***p<0.01 

表 4分样本回归结果 

 
经济发达城市 经济欠发达城市 

混合 OLS模型 FGLS模型 GMM模型 混合 OLS模型 FGLS模型 GMM模型 

Insalprice 
-0.924*** 

(-8.388) 

-0.740*** 

(-7.114) 

-1.071*** 

(-11.156) 

-0.408 

(-1.259) 

-0.252* 

(-1.689) 

-0.465*** 

(-3.300) 

Inincome 0.387**(2.729) 
0.459*** 

(3.542) 

0.277** 

(2.059) 

0.198 

(0.424) 

0.190 

(0.769) 

0.213 

(0.876) 

basei 
-0.167*6* 

(-3.489) 

-0.154*** 

(-4.480) 

-0.205*** 

(-4.637) 

-0.038 

(-0.876) 

-0.036 

(-1.060) 

-0.049 

(-0.857) 

lnpop 
0.400*** 

(4.904) 

0.502*** 

(6.378) 

0.335*** 

(5.318) 

0.087 

(0.217) 

0.146 

(0.762) 

0.110 

(0.694) 

lngdp 
0.378** 

(2.858) 

0.222** 

(2.205) 

0.471*** 

(5.263) 

0.630* 

(1.794) 

0.543*** 

(3.073) 

0.619*** 

(4.372) 

_cons 
12.384*** 

(9.183) 

12.093*** 

(12.509) 

13.914*** 

(11.829) 

6.241*** 

(3.795) 

6.102*** 

(5.027) 

6.728*** 

(4.661)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AR  AR(1)   AR(1)  

N 224 224 204 266 266 242 

Adjusted R2 0.709  0.719 0.461  0.447 

 

括号中为 t值，*p<0.1,**p<0.05,***p<0.01 

表 4 的分样本回归表明住房需求价格弹性仍然为负值，这符合经济预期，但也存在两个明显的不同之处：一是新一线以上

城市住房价格弹性的 GMM 回归结果大于 1 且统计上显著，二是其他欠发达城市住房价格弹性的混合回归结果不具有统计上的显

著性，其他解释变量也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说明发达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差异性相对显著，且对价格的敏感程度较高，出

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从住房贷款基准利率在两类城市间的回归结果中窥得一斑，新一线以上城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普遍较高

且统计上显著，其他欠发达城市的情况则刚好相反。由于投机性需求的利率敏感程度直觉上要高于消费性需求的敏感程度，因

此，分样本回归的结论直接展示了新一线以上城市投资性需求占比较高的可能，这也预示着欠发达城市开征房地产税相对于发

达城市更具有收入激励方面的现实基础，而发达城市的政府则更倾向于当前的土地出让制度。此外，表 4 还可以传递的其他信

息包括，一是经济增长对住房需求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二是住房需求的收入弹性在发达城市比欠发达城市要强，这同样与发达

城市存在较高水平的投资性需求有直接联系。三是人口增长对发达城市的影响要大于对欠发达城市的影响，这与中国人才或人

口流动的客观现实是一致的。 

综合表 3 与表 4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从地方政府收入激励的角度讲，尽管中国总体上具备了开征房地产税的经济条件，

但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城市对开征房地产税的态度存在差异，因此，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房地产税必须注意顶层设计与因地施

策的有机结合。 

（三）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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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可靠，提高研究结论的确定性，本文采用不同解释变量替代的方法考察表 3 中回归结果的稳健

性。通常而言，居民购买住房时大多会涉及到按揭贷款问题，因此，购房决策往往是综合当前收入水平和未来收入稳定性的结

果。考虑到工作在城市居民中的基础性地位，将居民工资性收入作为未来稳定性收入对购房行为的影响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

因此本文采用工资性收入的对数来替换上述模型中的收入对数来进行检验。变量替换后的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 

从表 5 不难发现，各模型主要变量系数的估计值与显著性均无较大变化，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基本稳健，可以借助模型结

果来分析中国房地产税的推广问题。 

表 5稳健性检验结果 

 混合 OLS模型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FGLS模型 GMM模型 

Insalprice -0.726**9(-3.921) -0.232(-1.556) -0.291***(-3.095) -0.813***(-4.046) 

Insalary 0.274(1.678) 0.706***(3.409) 0.283***(2.692) 0.157(0.877) 

basei -0.081**(-2.281) -0.124***(-2.860) -0.049**(-2.100) -0.122***(-3.036) 

lnpop 0.348*(1.999) 0.254(1.376) 0.534***(6.245) 0.315*(1.753) 

lngdp 0.580***(3.208) 0.667**(2.548) 0.311***(3.658) 0.632***(3.338) 

_cons 7.762***(5.879) 0.690(0.155) 7.184***(9.605) 9.353***(6.063)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No Yes   

固定效应模型 No Yes   

AR   AR(1)  

N 490 490 490 445 

Adjusted R2 0.688 0.553  0.685 

 

括号中为 t值，*p<0.1,**p<0.05,***p<0.01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调整与增长乏力的双重约束，财政政策被赋予协调两个经济目标的重要职责，一个适应市场经济

需要的现代财政制度被认为是有效发挥财政政策功能的制度基础，而房地产税改革则是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一个关键环节，也

是中国完善直接税制度的一个突破口。然而，在历经十几年的探索之后，中国房地产税改革的全国推行依然没有明确的路线图，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虽然纷繁复杂，但地方收入激励与房地产市场本身存在的问题无疑是其中的瓶颈与核心所在。基于这样的

考虑，本文从理论上考察了推行房地产税的市场约束条件，并利用 35 个重点城市的数据对模型结论进行了经验验证，结论是：

（1）房地产税收入与土地出让收入之间存在跷跷板效应，当住房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小于 1时，推行房地产税不会造成地方财

政减收；（2）构建完善的房地产税评估制度，提高住房评估的科学性、合理性，并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的税率决定权，有助

于房地产税的改革推行；（3）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性需求有助于实现地方政府推行房地产税的市场条件；（4）基于 35个重点

城市的经验分析表明中国总体上具备了开征房地产税的市场环境，但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城市表现各异。根据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认为应择机采取如下策略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待本轮经济复苏并稳定运行后，应适时推出房地产税改革的路线图，为市场提供明确预期。经过二十多年的培育与发展，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规模已经能够承担起为地方政府筹措必要财政收入的职能，这为房地产税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改革

路线图的提出既能够保障财政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定位，也有利于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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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定位。 

推行房地产税必须做好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有机结合。首先，一项税收的开征绝不仅仅是收上来多少钱的问题，其对投

资、消费和生产等经济生活都必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房地产税推出之际做好顶层设计，尤其是要明确住

房产权接续等涉及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根基性问题。其次，中国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具体执行层面必须给

地方政府留出适当的政策空间，既要遵循改革的总体原则，也要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居民承受能力、政府财政需求和经济发

展状况适时确定改革时机，以做到减税降费大环境与当地经济社会需要的有机融合。 

总之，房地产税改革推行是牵动社会方方面面利益的重大举措，不仅会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产生长远而持续的影响，

还会影响中国未来现代财政制度体系的构成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实现方式，因此，尽管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总体上为房地

产税的改革推行提供了经济条件，但在一些具体的城市仍然存在推行房地产税的市场约束，这就要求中国房地产税改革必须有

一个审慎且利于预期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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